葉水心事功進路的儒學建構之批判
摘要：
本文討論葉適的治經進路的儒學建構，作為事功學派經學大家的葉適，他的經學意見竟是對儒學的嚴重灼傷，他藉由對古聖先王聖治事功的高舉，以及對孔子言道意見的認定，展開了對於在《易傳》中諸種形上命題意旨的否定性批判，以及對於曾子所傳孔子一貫之道的否定性批判，實言之，這確是葉適缺乏普遍原理的形上學問題意識以及主體性價值自覺的工夫論問題意識所致，葉適所知僅有直接訴諸聖王治國的事功之事，而否定基於哲學問題的思辨而開創儒學義理的後儒的所有創作，不僅北宋諸儒的形上學命題為其所否定，就連孟子的本體工夫路數亦為其否定。本文藉由葉適著作疏理而彰顯上述諸義，並指出，葉適固為一強調政治事功的儒者無疑，但作為儒家哲學理論討論者而言，葉適卻是一位極不夠格的理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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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被評為永嘉學派事功主義集大成的葉適，被認為不僅是從歷史研究中建立事功主義觀點，更且是進入經學領域對儒家哲學理論建構發表理論觀點
，此誠確然。然而，在葉水心的經學及哲學觀點中的事功主義，究竟對傳統經學有何建樹？他所提出的論點究竟能不能夠進入經學史及儒家哲學史中成為有建設性創造意義的理論？筆者以為不然。從經學史角度探究葉水心永嘉事功學派的意見，當然是自成一格，有其份量，但是從儒家哲學研究角度審視葉水心的意見時，則僅能見出此人對於深度哲學問題完全不能處理，根本提不出像樣的理論意見，將其理論置於朱陸辯證之間比較時，則不論是朱熹還是象山關心的問題，葉水心都是根本不理解的，這樣的哲學意見，以其意見表述態度之強勢，當然也是儒學史內的一種觀點，然而與其說他是表達了儒學基本問題中的不同主張的意見，無寧說他是根本不瞭解哲學基本問題而予以全面否定的作法。也就是說，葉水心的否定性意見，並不是哲學激辯下的意見，甚至不是何種哲學基本問題才是重要的問題的激辯，而是站在哲學門外批判哲學的意見，這種意見對儒家哲學史的發展來說，有破無立，毫無建樹
。
葉水心對儒學批判的意見，是表現在對《易傳》、《中庸》及曾子、子思、孟子學的評價和儒釋道辯證的討論中，而自以為直承孔子之學。葉水心自是闢道佛而維護儒教的立場，卻將批判的矛頭轉向《易》、《庸》、思、孟的是儒非儒之事中，認為這些被宋儒所標榜高舉的儒學典籍根本就是道佛的翻版，那就遑論以這些典籍為基礎而建構新儒學的北宋各家了。葉水心否定他儒的核心立場，就是普遍原理的本體論問題，及主體性自覺的工夫論問題兩項，前者是朱熹的擅長，後者是象山的擅長，但兩路皆為葉水心所否定。在宋明儒學的理論建構中，一旦缺乏這兩種哲學的問題意識，則儒家哲學就幾乎不能談了，只剩下直接實踐以及國家公共政策的主張而已。朱熹講儒者做事背後所依據的普遍原理的理論問題，陸象山講直接做事的主體自覺的理論問題，葉水心只講直接做事，不講理論，且否定理論。這一否定，等於直接攻擊兩宋以來的儒學創作，周、張、二程，並及朱、陸。然其對兩宋諸儒的批判，卻是以《易》、《庸》、思、孟等說之批判以為著力，以儒佛老莊辯證以為立據，是以返回先秦儒學經典的重新詮釋以為批判宋代儒者混亂三教的途徑，並不是針對兩宋諸儒的理論細節一一辯破，而是藉由對傳統的「正確」詮釋，以為攻擊的武器，而預設性地全面否定兩宋儒學之各家學說。
葉水心講究做事的立場是不是儒學的立場呢？當然是的。不過他否定其它儒學理論建構的立場是錯誤的，這是本文寫作的基本立場。本文之進行，將以普遍原理的本體論問題以及主體性自覺的工夫論問題兩項為綱領，說明水心所有論學意見的內在理路。這兩項問題都是儒家哲學基本問題，卻也都是葉水心所缺乏的問題意識，就本體論問題而言，是表現在否定《易傳》的創作，以及對諸儒論「道體」意旨的批評上，就主體性自覺的工夫論問題而言，是表現在對曾子、孟子及宋儒言心、言覺的意見批評上，他直接是以道佛即是談本體論及工夫論的系統而諸儒竟然效習之而為批判攻擊之宗旨。
葉水心的學說，散置於種種文書之中，「先生著有《習學記言》五十卷，《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制科進卷》九卷，《外橐》六卷，《荀楊問答》。」
，他的作品主要是公共政策方面的文件為多，旁及大量的墓誌銘及詩文集，至於在《宋元學案․卷五十五、五十六》中所彙整的作品則確實是極具哲學性格的討論材料，包括：《總述講學大旨》、《水心習學記言》選錄、《水心文集》選錄，其中《總述講學大旨》及《水心習學記言》是本文主要將討論的材料。「台灣河洛圖書出版社」所刊行的《葉適集》則收錄完整的《水心文集》及《水心別集》
。本文所述之材料即選自《宋元學案》及《葉適集》兩書中。
本文之進行，將首先以《總述講學大旨》的材料介紹並評定水心論學基本立場，其次以《水心習學記言》為材料分項討論他對儒學史各家的明確意見，最後則以《葉適集》的其它材料以定位他的事功進路的聖治觀。
2、 水心論學基本立場
在《宋元學案》中的《總述講學大旨》即是葉適的哲學意見的綱領，本文將先予討論。文中記錄：「因苑育序《正蒙》，遂述此篇。」顯見水心對宋儒張載《正蒙》之作充滿意見，《正蒙》闢道佛，建立儒學價值本位的形上學體系，並述「大其心」的工夫主旨，是北宋諸儒中體系最全備的儒學建構，也是一篇以《易傳》註解而發揮創造的儒學論著，水心對《易傳》之作十分反對，主要就是反對其中的形上道體的思路，因此張載《正蒙》之學成為水心批判道學的幅湊。水心之道即是聖王治國的歷史事蹟及公共政策，道就是具體作為，不是抽象原理，三代以上之古聖先王皆以治道平治天下，此方為論道之準的，這就是水心論學的基本立場。水心總述歷代聖王之道言：
「道始於堯＿＿次舜＿＿次禹＿＿次皋陶＿＿次湯＿＿次伊尹＿＿嗚呼！堯、舜。禹、皋陶、湯、伊尹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君臣民庶均有之矣。次文王＿＿文王備道盡理如此。豈特文王為然哉！固所以成天下之材，而使皆有以充乎性，全乎命也。次周公，治教並行，禮刑兼舉，百官眾有司雖名物卑瑣，而道德義理皆具。自堯、舜以來，聖賢繼作，措于事物，其該括演暢，皆不得如周公，不惟周公，而召公與焉，遂成一代之治，道統歷然如貫聯不可違越。次孔子，周道既壞，上世所存皆放失。諸子辯士，人各為家。孔子蒐補遺文墜典，《詩》、《書》、《禮》、《樂》、《春秋》有述無作，惟《易》著《彖》、《象》。然後唐、虞、三代之道賴以有傳。」

水心論道，即是論道統，以堯、舜、禹、皋陶、湯、伊尹、文王、周公之聖治為典範，道就是聖王治國之事蹟，這些事蹟顯見於《詩》、《書》、《禮》、《樂》、《春秋》之古籍經書之中，而孔子對之則是有述無作。水心之意見是《五經》是古代聖王道統事蹟，根本正確，孔子亦不得改寫，僅是編整補遺而已，而《彖》、《象》則是藉說《易》而發揚治道原理的著述，因此孔子即是以堯舜諸君之具體政事措施為道統的根本意旨。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孟子皆不能真得其傳，而《易傳》之作則是轉向抽象概念及普遍原理的問題，「道」遂失其完整。這是因為，水心既以道統說道，以具體實現在歷史政治舞台中的聖王作為說道統，則對孟子等人之以道為主體工夫蘄向的意旨即不能掌握，並對《易傳》之討論道體的普遍原理義涵亦不能掌握。以下就其文序說水心對曾子、孟子所長的此種本體工夫的論道之說的批判意見，參見續言：

「孔子歿，或言傳之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亟稱堯、舜、禹、湯、伊尹、文王、周公，所願則孔子，聖賢統紀，既得之矣。養氣知言，外明內實，文獻禮樂，各審所從矣。夫謂之傳者，豈必曰授之親而受之的哉！世以孟子傳孔子，殆或庶幾，然開德廣，語治驟，處己過，涉世疏。學者趨新逐奇，忽亡本統，使道不完而有跡。」

葉水心對於暢談主體性自覺的工夫論意旨頗不以為然，他要批評的對象即是曾子及孟子，而子思則被他認為是《中庸》作者。此處，水心認為曾子及孟子皆非傳承孔子的嫡系，僅得其偏不得其正。文中水心首先肯定孟子宗主孔子，確得統紀，且養氣知言之說亦得其實，但是，孟子對孔子的繼承卻是有所不足的，主要就是孟子光說一些高明漂亮的話，追求新奇，卻喪失根本。水心所指，即是以孟子說天道性命之事說得太高廣，而個人修養方面卻有過失，又不通人間世事。
依水心之見，思孟之傳既淆亂道統，則說道之學即爭言奇說，遂影響及至《周易》而混亂《周易》之旨。水心的批評即是就《易傳》所論於「道」及「太極」等概念者，這其實正是葉水心不懂普遍原理的哲學基本問題所致，《易傳》中之形上學建構，正是儒學理論建構上一必經的環節，雖然有勞思光先生的反對意見，以《易傳》之形上學建構是孔孟心性論的墮落
，但勞先生雖反對《易傳》卻高度肯定孟子，水心則兩者一併反對。而牟宗三先生則全面高舉《易傳》形上學創作對儒學的重要性
。葉水心否定《易傳》之學的意見，是直接以孔子論道的實踐性格來反對《易傳》論道的抽象討論形態，論述策略是以孔子之學的確解以為匡定它說的武器。至於《中庸》之作亦是其批判對象，但是他對《中庸》的批評是隨條逐說，缺乏系統性理論的架構，變成是個別《中庸》文本的解讀意見之爭，缺乏理論上的制高點。
葉水心以《易傳》之作，非全為孔子所為，僅有《彖》、《象》是孔子文筆，其它《繫辭》、《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皆非，至於《雜卦傳》則未見明確論及，其言：
「﹍﹍《周易》者，知道者所為，而有司所用也，孔子為之著《彖》、《象》，蓋惜其為他異說所亂，故約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異說之妄，以示道德之歸。其餘《文言》、《上下繫》、《說卦》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之前，或在孔子後，或與孔子同時，習《易》者，彙為一書，後世不深考，以為皆孔子作，故《彖》、《象》揜鬱未振，而《十翼》講誦獨多。魏、晉而後，遂與老、莊並行，號為孔、老。佛學後出，其變為禪。喜其說者，以為與孔子不異，亦援《十翼》以自況，故又號為儒、釋。本朝承平時，禪說尤熾。豪傑之士，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張，二程出焉，自謂出入于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和參兩，形氣聚散，絪縕感通，有直內，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之道，皆本于《十翼》，以為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啟教後學，于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鋒銳，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尚晦，不知夷、狄之學，本與中國異。」

本文重點在指明，《周易》本為聖王治國之用，而孔子以《彖》《象》說明此治國之道，至於《十翼》中之其它諸傳，則為孔子前後同時之人所著，這些材料一則在魏晉與老莊合流，二則在隋唐與佛禪合流，兩宋諸儒即以《易傳》中之《文言》、《繫辭上下》、《說卦傳》諸篇之文義以與道佛較勁，以為道佛所論，吾儒皆有而更勝之，所據即在諸傳，葉水心即此而指出，吾儒根本問題並不在此，以《易傳》諸篇與道佛較勁只有變儒為佛老而不能正理。至於孔子的原儒的宗旨，則是「知道者所為，而有司所用也。」、「示道德之歸」等事，此義實際上即是聖王治國的實事實務的公共政策，以實務為「道」而反對《易傳》以普遍原理論道，水心即認為《易傳》之失即是思、孟新奇話語所引出的，參見其續文：
而徒以新說奇論闢之，則子思、孟子之失遂彰。范育序《正蒙》，謂「此書以《六經》所未載，聖人所不言者，與浮屠、老子辯，豈非以病為藥，而與寇盜設郛郭，助之捍禦乎」﹖嗚呼！道果止于孟子而遂絕邪﹖其果至是而復傳邪﹖孔子曰：「學而時習之」，然則不習而已矣！

此處即以思、孟是好為新說，而經後儒接續，其失遂彰，例如張載的《正蒙》，其思路全為與佛老類似之說，如此雖欲正儒理闢道佛，卻是以病為藥，正助長道佛，表面上為傳孔子之道，實際上可能是使孔子之道斷絕。
水心這樣的批評，從純粹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實無從說起，張載確實是北宋儒者中最具形上學問題意識的儒學家，也是最直接藉由儒學本位的形上學系統的建構而批評道佛的體系建構者，道佛有形上學系統，張載則建立了儒家形上學系統以對抗之，水心竟以為孔子以前的儒學沒有形上學問題而斥責張載的創作，認為正是助長道佛之教的作法。其實並非如此，從哲學基本問題的研究進路來看，三教辯證不會因為有共同的哲學問題而混亂宗旨，只要是主張不相同就是在做辯證，而基本問題則必須是相同的，否則也無從辯證起。水心認同范育批判張載之創作是以病為藥、助長他教的意見，然其所指亦不明確，檢其前論，必是論道的普遍原理諸說無疑，亦即張載的形上學建構諸論，然而由於水心自己不能接觸這類問題，因此他的攻擊實是有頭無尾，只攻擊題目就以為是攻擊了，實在談不上任何辯論之意。
總結前文，葉水心有論於道統，無見於道論，尊崇古聖先王治道之統固是無誤，然而以孟子、《易傳》之新說為背離道統的異說，實際上是混淆道統問題與道論問題，道統問題是歷史政治問題，道論問題是形上學、本體論、工夫論等哲學問題。張載以形上學普遍原理駁斥禪佛老莊之說，不論其對禪佛老莊之理解是否正確，以及其辯論是否成立，但是他建立形上學、本體論等道論理論卻是依據儒家價值立場的建構，絕不因此而變儒為佛。
以上簡述葉水心論學基本立場，水心對儒學各家的批判意見在《水心習學記言》中所述最詳，至於《水心習學記言》之作，則是針對所有學術史上的重要著作以及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做意見評價的材料記述
。以下就其有重要哲學意見的項目討論之，包括論曾子、論《易傳》、論孟子、論孔子之道等。
三、對曾子不能繼承道統的意見：
以下討論水心對曾子言說的批判意見，葉適對曾子的批評是屬於道學根本立場內的批評，從對曾子學的批評而深入儒學內部義理線索，從而取得了整個否定北宋以來儒學建構的申論立場，意義十分重大
。參見：
舜言精一而不詳，伊尹言一德詳矣。至孔子于道及學，始皆言「一以貫之」。夫行之于身，必待施之于人，措之于治，是一將有時而隱。孔子不必待其人與治也。道者，自古以為微眇難見。學者，自古以為纖悉難統。今得其所謂一，貫通上下，萬變逢原，故不必其人之可化，不必其治之有立，雖極亂大壞絕滅蠹朽之餘，而道固常存，學固常明，不以身歿而遂隱也。然予嘗疑孔子既以一貫語曾子，直唯而止，無所問質，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細之異，貴賤之別，未知于一貫之理果合否﹖曾子又自轉為忠恕。忠以盡己，恕以盡人，雖曰內外合一，而自古聖人經緯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語未經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為準也。子貢雖分截文章性命，自絕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寧告之，使決知此道雖未嘗離學，而不在于學，其所以識之者，一以貫之而已。是曾子之易聽，反不若子貢之難曉。至于近世之學，但夸大曾子一貫之說，而子貢之所聞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予之所不能測也。

本文首先仍是肯定有所謂的道，確乎是貫於古今而常有其存，不論世變如何，它就是一個古聖所傳的治道理想。但水心卻否定曾子對孔子的道的繼承，雖然有《論語》中孔子謂曾子之「吾道一以貫之」之語，然水心認為曾子對此說的理解及發揮並不準確，曾子以忠恕之道發揮之，雖曰內外合一，水心卻認為聖人之道不止於是。依水心之見，聖人之道決是具體治國政務之事，非只內心修養之事，是需要「行之于身、施之于人、措之于治」的。水心並認為後世對曾子之說的強調有過度肯定之失。孔子以道授徒，曾子只是就其自己的理解以說此道，而不能說就是曾子全部傳承了孔子之道。水心並不是說沒有一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的一貫之道，而只是否定此道即由曾子一人獨傳，因為水心眼中的曾子之道，偏向主體自覺，不及社會事功，只能是曾子自己的領悟之一偏。相似意見亦見下文：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近世以曾子為親傳孔子之道，死復傳之于人，在此一章。案曾子末後，語不及正于孔子。以為曾子自傳其所得之道則可，以為得孔子之道而傳之則不可。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為雖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則可，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獨受而傳之人，大不可也。

上文明確可見水心仍有道統觀念，只是否定曾參、孟子等的傳承，水心以曾子所傳者為偏向自己私人的領悟，因此易流於是己非人之失，水心這樣的說法卻是以《論語․泰伯第八》中文字為據，但是水心的解讀卻是有誤讀之缺失。參見其言：
孔子嘗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為忠恕。案孔子告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蓋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盡物可也。若「動容貌而遠暴慢，正顏色而近信，出辭氣而遠鄙倍」，則專以己為是，以人為非，而克與未克，歸與不歸，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尊其所貴，忽其所賤，又與一貫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傳之」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非特以身傳也，存之于書，所以考其德，得之于言，所以知其心，故孔子稱「天之未喪斯文」為己之責，獨顏淵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餘無見焉。夫託孤寄命，雖曰必全其節，任重道遠，可惜止于其身。然則繼周之損益為難知，《六藝》之統紀為難識，故曰非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受而傳之也。傳之有無，道之大事也。世以曾子為能傳，而予以為不能，予豈與曾子辯哉！不本諸古人之源流，而以淺心狹志自為窺測者，學者之患也。

水心認為，孔子雖說「吾道一以貫之」，卻並不是將一切事項訴諸自己的私意，而曾子以忠恕解之，則是收歸私意。因此水心引孔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來指責曾子。筆者以為，孔子上說，應有更大的解讀格局，是指在君子面對之天下事之當下己心皆正之以理之後，則君子所處置之一切事皆為促使天下更趨於正理平治的境界，所謂天下歸仁則是治理的效果，並不只是在指責任私意的意思。水心將曾子言於動容貌等自律之說解讀為肆意任情之見，認定曾子之說「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等於就是專以己意為是，而以人言為非，因此曾子之說是否做了克己工夫即不可知。水心這樣的認定，極為無理，曾子明明要求遠暴、近信、遠鄙，其實都可以說是直接等同於「克己復禮」的工夫修養宗旨，這也是君子心中修養的定準，是本來就應該強調的儒家修養觀念，水心實是誤讀而曲解矣。
《論語》中同一段文字裏曾子又說了「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的話，而水心就認定這是曾子不重視百姓具體的日常營生福祉之事，這就讓水心確定了曾子所說的道真的是只認自己不認他人及社會事業，因此斷定曾子不能真傳孔子之道。其實這也是水心的誤讀，曾子並沒有說君子不執事，而是說一旦執事則所司為何即執何事，而在所有的執事場合中有君子所貴之道者三，即前述三項從言語動作中修己治心、克己復禮的基本原則，這是曾子對孟敬子在執事時的指導性意見，並非不要孟敬子執具體百姓民生之事之意，水心確實有曲解之失誤。如其文：
《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篇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為上下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初入，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蓋一言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鑑覩像，不得相離也。古人治儀，因儀以知事。曾子所謂籩豆之事，今《儀禮》所遺與《周官》戴氏雜記者是也。然孔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必欲此身常行于度數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為所貴者「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事而已，是則度數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禮因以廢矣。故予以為，一貫之語，雖唯而不悟也。今世度數折旋既已無復可考，則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于中，有格于外，使人情事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幾可存。若他無所用力，而惟三者之求，則厚者以株守為固，而薄者以捷出為偽矣。

文中水心又以孔子說「視聽言動」之用意為學者必即於具體禮法規範中落實社會實踐之要求，而以曾子所說的話就是不必管這些具體禮法規範，如此則官員所設職司變成無用之物，而社會禮法亦將廢弛。水心這樣的解讀是突出曾子言於主體自覺的一面，而認定此一義理面向必然是忽視具體社會事功及禮儀規範的意思。事實上，曾子之說並沒有否定公共事務之意，而強調主體自我的價值自覺正是孔子所要求的儒者自律的修心要項，是水心自己解讀錯誤，水心之所以會如此誤讀，當然和水心自以為在做三教辯理有關，水心心目中的禪佛教就是只顧私人內心安適而不顧天下百姓安危的學說。總之，水心就是要否定時儒所言之孔子以後的道統在曾參、子思、孟子的傳承的意見，又見：
世謂孔子語曾子「一貫」，曾子唯之，不復重問，以為心悟神領，不在口耳。豈有是哉！「一貫」之指，因子貢而麤明，因曾子而大迷。

水心對於後儒肯定曾子得孔子之傳者正為曾子心領神會孔子一貫之道者之事極為反感，認為那正是代表曾子並未與孔子深入談論的結果，而曾子自己的理解則是偏向私任己意，反而是長於政事的子貢才是能彰顯孔子治道精神的弟子，水心對曾子及子貢的評價意見，正與象山對反
，而象山之說正是傳統宋儒以曾子為得孔子道統的立場。
四、對《易傳》失去道統本旨的意見

以下轉入水心對《易傳》中言道概念的錯誤之批判意見的討論，水心有一全引《大象傳》文字而予討論之文：　　
《乾》「以自彊不息」，《坤》「以厚德載物」＿＿皆因是象，用是德，修身應事，致治消患之正條目也。孔子與弟子分別君子小人甚詳，而正條目于《易》乃著明之，又當于其閒，擇其尤簡直切近者。

本文全引《大象傳》六十四條目，認為是孔子辨君子、小人之說，且逐條皆是因象用德，修身應事，致治消患之條目。水心對《大象》的理解就其文義而言自是無誤的，表示葉水心的思路是有所及於道德德目，並肯定這就是孔子之學的根本，此說當無疑義。只是，這些道德德目背後的普遍原理依據，以及主體自作覺醒而能獨發道德意志的工夫問題則水心未能接觸，孔子固無明顯申論這些問題，但不能謂其全無所指，或所說具體德目與此旨全不相涉，更不可說普遍原理及主體工夫並非吾儒之學。《易傳》中之各篇本來確實是不相統屬之文章，而水心上文以《大象傳》說為孔子作，但對於《小象傳》則未見其言，其實就解卦而言，《小象傳》直接與爻辭及彖辭相涉，《大象傳》才反而是不相干涉的獨立作品，但是這些易學史問題顯然不是水心心中關切的問題，是道統維護、駁斥道佛才是他關切的問題，因此對《易傳》各篇之作，葉適明確地表示了以下的意見：
「班固言『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于《論語》無所見，然《彖》、《象》辭意勁厲，截然著明，正與論語相出入，其為孔氏作無疑。至所謂上下繫、文言、序卦，文義復重，淺深失中，與彖、象異，而亦附之孔氏者，妄也。」

水心說「上下繫、文言、序卦，文義復重，淺深失中。」是確實的，文義復重只能見出其非一人一時之作，淺深失中則顯示所論議題眾多，至於說其非孔子作亦非只水心如此說。但是，研究哪一部份文字是誰說的是文獻史問題，研究一段文字裏的義理是開創了儒學抑或背離了儒學則是哲學理論問題，這是兩種不同的問題，《易傳》十篇可以完全不是孔子親作，但是絕不妨礙當其所述是儒學所需之義理建構之時即是屬於儒學的作品。事實上，《彖》《象》又何能以文辭勁厲即推知為孔子作，因此重點不在哪一篇文章是否孔子親做，這是經學史的考據問題，而非義理上是否為孔門儒學的問題。葉水心要爭的還是三教辯證的理論問題，其作法卻是藉由《十翼》非孔子作的考據問題以論難之，這卻是錯置了問題的，其言：
「《易》以《彖》釋卦，皆即其畫之剛柔逆順往來之情，以明其吉凶得失之故，無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不疾不行之說。予嘗患浮屠氏之學至中國，而中國之人皆以其意立言，非其學能與中國相亂，而中國之人實自亂之。今傳之言《易》如此，何以責夫異端！」

本文以《周易》精神即在具體事物的吉凶解明上，並建議聖人君子有以逆順往來，故而亦是具體實務的學問，至於《易傳》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不疾不行之說」與佛教所說相類，因此是中國人的自亂其學。其實，這又是水心的錯誤解讀，說《易傳》之文與佛教相類是無從說起的，至少時代根本不對，《易傳》的這種說法是對做為天地萬物普遍原理的本體作用的描述，本體永存不易，而實作其用，這可以是三教通用的義理，此即本體論的抽象思辨之學，或說是存有論問題。至於說三教辯證，還應該重視宇宙論之辯異，兩宋諸儒未必即見，水心更不能見及，便僅以形上學存有論的《易傳》發言即以之為佛學論述，差失甚遠，以此而批評儒者之學之自亂而入佛更是毫無意義的批評，這種批評是以單一哲學問題的命題主張的類似性說儒佛之混同，從哲學體系研究言，學派的異同是表現在一學派完整的哲學基本問題架構裏的所有命題所結構的整體形態，某一單一問題會有共同意見是常有之事，不能以此即說學派之混同。水心這種批評形式又見下文：
孔子《彖辭》，無所謂太極者，不知傳何以稱之。自老聃為虛無之祖，然猶不敢放言，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已。莊、列始妄為名字，不勝其多，故有太始、太素、茫昧、廣遠之說。傳《易》者將以本原聖人，扶立世教，而亦為太極以駭異後學，後學鼓而從之，失其會歸，而道日以離矣。

水心對《易傳》言「太極」之說極為否定，但論旨卻僅是孔子《彖傳》未及「太極」，水心甚至以老子還不敢說「太極」，卻是莊子、列子才敢說的，以證「太極」非儒門意見。這種以它教先聖未及言者即非先儒門旨的說法，完全不是哲學討論的態度。一個概念的使用意義是在一定的問題意識及言說脈絡中定位的，因此重點是在處理什麼問題而不是用了什麼概念字詞。「太極」概念在莊、列之使用是一義，在《易傳》之使用又是一義，本來就不相同，在後儒之發揮引伸中其實又再賦新意了。然而，無論以太極為何義，皆是新的哲學問題的理論創作，從哲學創作言，沒有古人未說後人即不可說的道理。水心不能處理抽象問題，他並沒有在普遍原理層面上進行討論，因此他對「太極」概念使用的否定可以說就是對儒家本體論哲學問題的否定，至於以道家使用過「太極」這個概念來否定儒學對這個概念的使用，這就更不是哲學辯論，甚至也不是儒道間的辯論。。水心的思路並不是儒學內部對「太極」概念應如何認識的意見之爭，如朱、陸辯論「太極」與「陰陽」之形上、形下關係的辯論
，而是「太極」概念不是儒學理論所需的概念，並且它根本就是道家的概念。
水心以「太極」說是道家的理論，這還稍可作概念史辯論，但「道」概念是儒家傳統道統論中已具之概念，而《易傳》及宋儒皆暢言「道」，那麼水心又如何反對呢？其言：
《周官》言道則兼藝，貴自國子弟，賤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為道本」，最為要切，而未嘗言其所以為道者。雖《書》自堯、舜時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著明，然終不的言道是何物。豈古人所謂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邪﹖老聃本周史官，而其書盡遺萬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眹兆，眇忽微妙，無不悉具。予疑非聃所著，或隱者之辭也。而易傳及子思、孟子亦爭言道，皆定為某物，故後世之于道，始有異說，而又益以莊、列、西方之學，愈乖離矣。今且當以《周禮》二言為證，庶學者無畔援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統。

本文以《周官》之書中之言道之意涵是兼藝而說，義即直就治世之方而說道，雖曰以道得民、以道為本，卻未明言其所以為道者。又說《書經》中堯舜言道，孔子亦言道，但皆未及所以為道者而論之，亦不定言道是何物，卻僅見老聃之作及《易傳》、思、孟中才言道，故主張應以《周官》中對道之使用以為言道之標準，方才不為後人異說而乖離此道。水心此說，是肯定道觀念之存在及其使用，卻不允許對道觀念本身的界定討論。水心又說老子書中論道，卻指為恐非老聃所做，似乎欲推崇老子引為同道，甚無意義。不論是老聃首論及道觀念意義或是《易傳》才為之，道觀念在後儒使用中的指涉普遍原理的問題始終是一哲學基本問題中的正常問題，而水心等於就是要求不能為道觀念下明確定義，依據水心之思路，是就聖王治理天下的實際作為為行道之義，至於以道得民、以道為本者，就是種種具體愛民護民的家國事業，且要在實踐中落實，而不是空談義理之事，因此古聖王在種種具體實做事業中以道用道，而不曾明言「道」為何義，因此後人不能對「道」下定義，因此老聃以降至《易傳》、思、孟之言於道者，皆為乖離。
老子書中之言道，確為一形上學普遍原理的議題，一路專論作為普遍原理的道概念的抽象定義，一路則為老子無為說的價值原理；而《易傳》之言道，則為儒家價值意識的普遍原理，但也做了形上形下的道概念定義的分解；至於所言之子思者即是以為《中庸》之作者，因此說的就是《中庸》之作，《中庸》以誠言道之普遍原理及工夫本體；至於孟子，並未就道多所發揮，而是言性言天。就老、易、庸、孟而言，它們都有普遍原理的問題意識，無論是直接談論普遍原理本身的抽象定位、還是涉及價值意識的主張、還是作為工夫之所據，確實是一形上學問題的本體論或存有論及本體工夫論的問題處理，這些問題都是儒學應該面對的問題，自《易傳》即已面對之，難以想像千載之後的永嘉學派欲盡掃之。永嘉學派批評政治人物不能愛民則可，批評傳統儒學理論討論道概念則是論理失據，問題不在水心否定《易》、《庸》、思、孟及宋儒論道的意見，而在水心否定的是它們所討論的問題，水心等於就是否定哲學問題了。
五、對孟子的心性之學的意見
水心不能接觸主體性自覺的本體工夫問題，有時以此學為性命之學說之，有時以此學為務內之學說之，此學之在先秦即是孟子之學，水心竟對孟子頗有批評，不論是孟子講性善論的人性問題還是講內心修養的工夫論問題，水心皆批評，以下見之：

孟子出而說齊、梁之君，幾得政于齊。問答十數章，大抵逆來順往，無問其所從，必得吾之所以言而後止，故孟子自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夫指心術之公私于一二語之近，而能判王霸之是非于千百世之遠，迷復得路，渙然昭蘇，宜若不待堯、舜、禹、湯而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矣。當是時，去孔子雖止百餘年，然齊、韓、趙、魏皆已改物，魯、衛舊俗淪壞不反，天下盡變，不啻如夷狄，孟子亦不暇顧，但言「以齊王由反手也」。若宣王果因孟子得警發，豈遂破長夜之幽昏哉﹖舜、禹「克艱」，伊尹「一德」，周公「無逸」，聖賢常道，怵惕兢畏，不若是之易言也。自孟子一新機括，後之儒者無不益加討論，而格心之功既終不驗，反手之治亦復難興，可為永歎。

此處水心批評孟子對於君王治國所要求的格君心之非的觀念，認為孟子以格君心的方法說聖治是把聖治看得太簡單了，孟子只重視君王心術問題，以為齊梁之王只要能一心正於仁義，則無須有古聖王之才也無須有其道，即能同得唐虞之治，而事實上孟子也並沒有成功，因為古聖王的聖治根本不這麼簡單，但自孟子之說出，後儒效習之，結果孟子所使用的格心方法並不能落實，而現實世界的太平盛世也不再出現了。
水心這樣的思路，有見於古聖王治國事業的艱辛與難言，卻無見於孟子所說的君王行仁義之政的格心工夫的意義，古聖王聖治之可以成功，當然是在艱難困苦中成功的，孟子並沒有誤解更沒有否定，只是孟子面對所處群雄爭逐天下的時代，所有君王無不以壓迫人民、侵略他國為務，欲正天下滔滔以救百姓疾苦，則從君王心術入手決是正途。更且，儒家所追求的理想是每一個人都成為君子，而要求一般人都成為君子的重點也正是在心術操存上，所以孟子言心術操存的理論既是導正君王的方法，更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修養方法。至於治理國家本來就是庶務繁多，孟子並不是說只要心念正而不必做實事國家就能大治，心念正就是正於做實務實事時，光是正念而不做事這也不叫心念正了。孟子言於君王行仁行義就是要提出一種價值態度以對應所有的具體事物，仁義是價值態度，一切具體政事以此價值態度對應之，則孟子之說誰能反對？水心自己解讀孟子之學不理解主旨面，而從偏處指控，固有獨立發言的氣魄，但是理解角度的偏差也顯現其哲學能力的極為不足。
水心對普遍人性的問題也是不瞭解的，對於宋明諸儒極為暢說主張的孟子性善論意旨，水心竟是持批判意見的，並非水心不要人人作君子，而是水心缺乏普遍原理的問題意識，因此對人性論問題不能掌握而竟亦用力批評，參見其言：
周衰，天下之風俗漸壞，齊、晉以盟會相統帥。及田氏、六卿吞滅，非復成周之舊，遂大壞而不可收，戎夷之橫猾不是過也。當時往往以為人性自應如此。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桮棬」，猶是言其可以矯揉而善，尚不為惡性者。而孟子並非之，直言人性無不善，不幸失其所養，使至于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堯、舜、禹、湯之統。雖論者或以為有善有不善，或以為無善無不善，或直以為惡，而人性之至善，未嘗不隱然見于搏噬、紾奪之中，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幾絕復續，不以毫釐秒忽之未備為限斷也。予嘗疑湯「若有恆性」，伊尹「習與性成」，孔子「性近習遠」，乃言性之正，非僅善字所能宏通。通世學者，既不親履孟子之時，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則無見善之效，大則無作聖之功，所謂性者，姑以備論習之一焉而已。

水心此處討論孟子性善論，認為孟子性善論是針對君王治國功效的要求而建立的學說，是為政治目的而提出的人性說法，是主張為政者應愛民治國使百姓有豐足的生活，否則人民為惡於下就是統治者的施政所造成的，因為人民本來是善良的，絕不會自己為惡於下，因此現實世界的人民為惡都是政治人物造成的，至於人性，就是本來是善的。以上，是水心對孟子言性善的解讀，是以孟子說性善是為要脅君王行仁政的理論武器，而水心自己卻認為，人性應該是好壞都有可能的，不能僅以善說之，因此孟子性善論說法的目的就是維繫帝王之道，有功於匡正君王，卻不是說人性之正。
水心對孟子性善論採政治目的進路的解讀方式，這是十分符合事功學派的思路的，但是這樣的解讀卻是不準確的。孟子並不是為要求君王而提出一個說法來對付國君的，這就把純粹理論問題當成了政治角力，理論成了說法，說法是一套控制人心的武器。孟子說人性問題的性善論主張並沒有這樣的政治操作目的，他當然有君王應行仁政的理想，他是以普遍人性的理論以說明這個理想的真理性，既然是性善則應要求君王自己行仁政，因為君王與天下人的人性都是善的。孟子思路是收歸人人的己心操存，水心的思路才是全為政治目的，當然水心的政治目進路的思路依然是主張君王要行仁政的理想，只是水心對純粹人性論問題不能從普遍原理及主體性價值自覺的思路進行，不能理解孟子所思，雖然沒有極力批判性善說，卻也不認為性善說是說人性的正理，反而傾向告子之意。告子就現實面說人性展現出來的實況，矯揉後可為善，亦不本質上為惡。但孟子是主張此一矯揉之後可以為善是順其性善之實方可，故而本質上是善，而說性善，既是性善，則產生應然的要求，則要求人人必須為善，而君王亦必須行仁政，所以孟子是在人性論上建構一強制為善的性善論，藉由人性普遍原理轉出工夫要求，而不是平鋪著說人性現實。此中有本體論有人性論有工夫論，而水心全然不知。
這種人性論進路的哲學討論有時水心亦以性命之學的概念說之，並以之即為混亂儒道的學問。參見其言：
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當時貴之，預在此學者不為凡流，則是猶能以人守學。後世以性命之學為至貴，而其人不足以守學，百餘年閒，視玄愈下矣。

水心認為，後世儒家以性命之學修養自己，但是人們自己不能持守，所以也是無效的。至於性命之學，水心則認為是來自道家老莊的傳統，對儒家的聖王事業之道是無益的，再加上儒者自己的不能持守，所以來自道家的性命之學在儒者的手中反而使儒者不如道家信徒了。水心講的性命之學自是涉及主體修養的修心之學，然而，儒道皆需有性命之學，非只道家需要，有性命之學而無好的修性之人是一回事，即應努力於作個人修養工夫，而不能連性命之學一齊不要了。由此可見水心依然犯著取消問題的錯誤，理論主張錯誤可以批評或更正，但水心的作法是以理論沒能好好實踐於是應該取消理論。
六、對孔子之道的意見
水心所有的經學發言其實都是藉由水心所重新議定的孔學形態為基礎，論「易」以孔子作《彖》、《象》而不及其它諸傳批評諸傳的道論，論「道」以孔子以具體德目實踐此道之說而批評曾子、孟子之只注重自己內心修養的論道的意見。至於對於孔子之學本身，水心當然即有他的修飾詮解的特定意見，以下就水心直接言於孔子之學的文字做討論，以建立水心的孔子之道的定解。首先參見水心言孔子之仁之文：

體孔子之言仁，要須有用力處。「克己復禮」，「為仁由己」，其具體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其操術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又術之降殺者。常以此用力，而一息一食無不在仁，庶可矣。

葉適對孔子言仁之說能從具體實做德目上理解，對孔子所說能言其為用力處、言其為具體、言其為操術，並要求常以此用力，似乎孔子上述諸說皆極為具體明白，而沒有意義混淆以致有深入解釋的需要。其實，具體實做德目的抽象程度也不小，例如「為仁由己」，則如何為？如何由己？豈不亦極為主觀，且是內忽外，然水心不以此為抽象，僅對道字義之使用以為抽象，以為是內忽外，則其深體於為仁由己、如賓如祭、立人達人之信心何來？所據何在？水心本有之愛民護民、生生不已的仁心仁德當是所據，然為何不能即以之為所思之對象，而暢談此本心仁體之為一普遍原理而貫通天地而為本體論之思考，或就此貫通天地之本體之概念定位以為抽象的存有論之思考。水心僅能思考自己能理解的問題層次，不能思考其它抽象度較高的問題，且不能針對理論主張作反對，卻只能就概念使用做攻擊，此為其極大之缺失矣。水心不能做主體工夫思考的意見亦見下文：
「不遷怒，不貳過」，以是為顏子之所獨能，而凡孔氏之門，皆輕慍頻復之流與﹖是孔子誣天下以無人也。蓋置身于喜怒是非之外者，始可以言好學，而一世之人，常區區乎求免于喜怒是非之內而不獲，如搰泥而揚其波也。嗚呼！必若是則惟顏子耳。

本文顯示水心對於用心於內心修養之學竟皆不能體會，文中竟然對於孔子稱讚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之說予以反對，水心以為「不遷怒不貳過」是指一個人只顧不喜不怒而不顧天下事，則此人定是狡猾至極，而孔子竟然稱讚顏淵為獨能好學者，則孔子簡直就是批評自己的其他學生都是喜怒反覆之人，果真以此為好學，那麼大家都來爭相做沒有好惡的偽君子了。顯然水心對孔子之語也是會有批評的，問題還是出在水心自己的誤讀，關鍵還是在水心不能接觸主體性本體工夫的問題。其實，不遷怒不貳過皆是就所面對的具體事務而言，是主體的理性自省能力所致，是主體的修克對治工夫所成，是主體對自己處事的是非對錯的明白之後的進而收斂的修養工夫，決不是不問是非對錯而對天下事不理不問的無有好惡之意。水心的哲學理解能力是極為淺薄的，水心能讀懂的只能是有具體德目的禮儀規範及公共政策之說，抽象的普遍原理問題不能讀懂，超越的主體修養問題也不能讀懂。
水心對孔子之道為具體實踐而涵攝內外之意見見下文：
「孔子講道無內外，學則內外交相明。＿＿＿近世又偏墮太甚，謂獨自內出，不由外入，往往以為一念之功，聖賢可招而致，不知此心之稂莠，未可遽以嘉禾自名也。」

本文水心批評其同時代學者論學之過失是為只注重內心調理，不重視外在事功，以為在自己心念上做做工夫，就可以變成聖賢。水心這種批評，大約就是針對象山形態的儒學，但這仍然是水心的錯解，象山教人固然只有先立吾心之大者一項，然而一切事業皆是人心在經營，自然是心上工夫才是根本關鍵，也可以說是一切行道之事業就是心上之事業。水心可以批評的是，許多講心上要下功夫的儒者其實自己都沒有真正下好工夫，於是這就應該以個別人物為沒有好好實踐的批判對象，而不是以主張應該在心上下工夫的理論為批判對象。這就是水心始終是以整個哲學問題為批判對象而不是哲學理論中的某個主張或某個不能真正實踐理論的個人為批判對象，這也就顯示，水心是個沒有工夫論問題意識的人，對於主體性價值自覺的本體工夫沒有理解。類似的發揮意見亦見下文：
「孔子未嘗以辭明道，內之所安則為仁，外之所明則為學，學即《六經》也，至于內外不得異稱者，于道其庶幾矣。子思之流，始以辭明道，辭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辭也，則道不可以明。《中庸》未必專子思作，其徒所共言也。孟子不止于辭而辯勝矣。荀卿本起稷下，所言皆欲挫辯士之鋒，怒目裂眥，極口切齒，先王大道，至此散薄，無復淳完。或者反謂其才高力彊，易于有行。學者苟知辭辯之未足以盡道，而能推見孔氏之學，以上接賢聖之統，散可復完，薄可復淳矣。不然，斷港絕潢，爭于波靡，于道何有哉！」

本文中水心對「道」觀念的認識是以孔子的內安於仁、外學六經為說，並以此而認定言道者內外不異稱。更究言之，即是水心以言道必及六經之實事實學，同時內安於仁。以此而論，其中內安於仁豈不即於六經之實事實學之實踐之內安，而非另一獨立之內安，是即六經之實做而安且必有此安，如此則當其他儒學系統以安之於內心之說而論於性命之學或念上工夫之學時，則水心何必批評非議之？因為所論於內安者即是即外學而言所安者，必有一內安之要求即是必要求於學者需以仁義之價值態度貞定諸實踐於外之學，言於內心之學者在理論上並沒有主張遺外之失，即便或有某些個人實踐上的遺外之失，也不代表理論上主張內心修養之學者同時主張遺外。
水心說孔子之道也只是就其以仁安於六經之學而說之，並仍主張孔子於道無所特稱，「未嘗以辭明道」意即孔子並沒有在安於仁及學六經之外獨立地稱說道觀念，道就只是實際實踐六經之實學一事而已，於是水心即對子思及其門徒在《中庸》之作中大談此道之事予以批評，但是所批評的意見就是《中庸》直接以辭明道，而不是《中庸》所明之道之辭意之問題，水心等於就是說道是不得以辭明之，至於《中庸》對道所明之辭為何則水心也不討論了。筆者在其他幾處水心批評《中庸》文辭之處所見之批評意見，則多為刻意曲解之作，似乎水心就是以《中庸》全書中的各種言說而當作《中庸》說「道」之觀念。
以上孔子論道的意旨已定，水心亦就古詩之作以申言此義之道，見下文：
「古詩作者，無不以一物立義，物之所在，道則在焉，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足，而終歸之于物，不使散流，此聖賢經世之業，非習文辭者所能知也。《詩》既亡，後世存其禮可也。韓愈便謂古人未肯多讓，或者不知量乎！」

本文由詩作論道，仍主張論道需即物而論，亦即是即事而論，事足方理備，並稱聖賢經世之業非光說文辭者所能知，即就具體事物中才有道之可論者，即是具體政事或公共政策中論於兵農醫教食宿等事。至於《中庸》、《易傳》以及宋儒所討論的道觀念者，則是抽象理論，或為普遍原理的本體論問題或為主體自覺的工夫論問題，這些理論並非主張離物言道，更非主張不處理政事，而是討論了其他抽象度更高的哲學問題。水心自己沒有這種抽象度較高的問題意識，便簡單地以這些問題為背離了政事之道而否定之。
以上所論諸項主要由《水心習學記言》的材料中出，此外，《水心文集》與《水心別集》中所著錄的材料主要呈現的是葉適作為事功學派的一般作品，其中有上皇帝書、奏議、有大量的墓誌銘、有各種國家政事的處理意見的文章，當然也有詩作及論經學的意見，以下檢選幾則與前述經學意見相關的文字以為討論。

七、訴諸聖治的經學觀：

水心以事功學派立場論議經學，對於經典、易學、道統等學術問題皆以訴諸聖治為立場，展現出特殊的經學義理的詮釋觀念，其鮮明的特色即是一切訴諸古聖先王的聖治事功的詮釋進路。首先，就古聖之經典而言，聖治超越經典，經典以聖治為現實而非經典文字中的義理本身，因此發揮經典意旨的後儒之作始終不能見道，參見其言：
「古之治足以為經，不待經以為治，後世待經以為治，而治未能出於經。其事宏大廣遠，非一人之故，一日之力，而儒者欲以一二而言之，此其所以漫然而莫得其紀者也。上古聖人之治天下，至矣。其道在於器數，其通變在於事物，其紀綱、倫類、律度、曲折莫不有義，在於宗廟、朝廷、州閭、鄉井之間，其教民周旋、登降、會通、感應之節而誦說其所以然之意，使之自得於心而有餘於身，以行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在於學官。其波順風靡，而天下之人無不根於性命，閉於道德而習於死生之變。其治之成若此。至其承敝改法，聖人繼出，損益文質，先後迭失，治有異而不相廢，道有同而不相襲。故其言語文字，或始之以陳其義，或終之以紀其成，言與事遷，書與世易，蓋其皆可以為經，而當時之天下不待是以為治也。」

水心討論天下大勢的治亂昇平，常是直接訴諸聖王之治理成效的，而不轉向理論探究，在理論探究的脈絡上容易走上抽象概念及普遍命題的討論，在討論聖王作為中則是關心具體操作事物，水心認為聖王之實務可記之以為經，但是這是聖王自己的治績的展現而為典範的記載，聖王並不需要透過他人的典範的記載才來施為政治，後人藉經典所記而來學習聖王之治績，其實是無法盡全發揮的。更且，這些聖治的實務也不是後儒以一二言語的抽象概念、普遍命題能盡詮得了的。因此水心所認定的道，就都是具體政事實務中的聖王的施為操作，由於都是出於聖王之手筆，因此即便世變俗移，聖王適做損益即依然能成功治理。
水心對聖王治功之描寫固然是建立了一個理想典型，但是這個典型在歷史上存不存在是一個問題，就算不討論這個問題而以為確有其現實，那麼就應該有理論的建構以說明這個現實的必然性及實然性以為典範，並且就是因為有了這個典範，所以才要有後人的繼其功業以為理想的作為之事業，因此，必須要有可以讓後人認識學習的途徑，這也就是對聖王之治道的普遍原理觀念的提出，這就是後人的理論建構的目的。然而，水心卻批評後儒理論之一二言語不足以得其實，更有甚者，後世待經而治卻治不能出於經，依水心此說，理論暨不能盡詮，效習亦不能成功，現實永不如往聖，則只能成就一個歷史倒退主義，如此則後儒皆不必再嚮往聖治之世了，等於是說了一個理想沒有出路的理論。水心高舉聖王之治，但總要有聖王之所以為聖王的標準以為後世學習的途徑，否則仍然驢列聖王理想有何意義？水心不應該儘管高舉聖王之治卻不許後人在理論上發揮之，不許後人能有同樣的事功成就，這就是理想沒有出路的意思。水心這樣的說法亦即是不以道為可以在抽象概念及普遍命題層次上的討論項目，而是只能在具體政事實務中來使用及認識的項目。
其次，水心說易學宗旨首先以孔子作《彖》、《象》的立場定位之，而《彖》、《象》作品即是與古聖王的治國方案一致的作品，所以水心也是以聖治之道說易學根本，其說見下文：
「易非道也，所以用是道也。聖人有以用天下之道而名之為易，易者易也。夫物之推移，世之遷革，流行變化，不常其所，此天地之至數也，聖人已見之矣。是故道以易天下而不待其自易，﹍﹍故夫聖人推為仁義禮樂，制為生殺賞罰，作為宮室器用，第為尊卑名品，文字以通其心意，權度以一其偏私，舉皆歸之於易。而文王孔子立憂患之世，有以見天下之情而懼其不能知，則又重之以示其變，繫之而存乎辭，而易之為書備矣。書之未備也，易存乎道，見道者足以為易。書之既備也，易存乎書，天下即其書而求之，書備而易始窮矣。測之以象數，別之以筮占，離析其卦爻而雜之以事物之故，辨智幾殫而不得其毫芒，於是陰陽、律曆、曲學小數，時日下俚之說，與夫素隱形怪、虧測異端、恢詭不倫之士，埋伏於山林草野之間者，又皆自託於易，故後世以易為幽遠難通之書，其上下出入，鬼神恍惚，不可窮詰，而無以為用於天下。
本文中水心觀念中的易，是聖王治國之道而以易名之，古聖王為推動仁義禮樂，則有一切治事措施，但皆歸名於易，是文王、孔子憂其意旨不明，故為彖、爻、象於其中，而成一完整的文字性著作。然而，也就因為文字的完整，後人即就書而言易，卻因而落入種種旁門左道之中了。水心之意，即是一切命算策驗之術皆非聖王之易，聖王之易只為治理天下的治道原理而已。並且水心只承認現存《周易》中的卦爻詞及《彖、象傳》的文字為先聖與孔子的作品，而事實上，卦爻辭及《彖、象傳》這幾組文字所反應的思考也確實是具體生活事件的進退描寫。又見其言：
﹍﹍是故莫若反本而論之，曰卦曰象曰彖曰爻，此其所以為易而天下後世之所共知者也，﹍﹍然則聖人所以察天地陰陽而擬諸其身者至矣。是故曰神曰變，無思無為而神明其德者，皆其勢之當然而非有以獨異於人也。故君子之用易，莫切於象，爻者，所以備一卦之事者也。有卦則有易，有易則有太極，太極立而始終具矣，因而兩之而變生焉。故夫兩者所以明變，而六者所以為兩也。因是四者而求之，而聖人之道與易之書，未知其孰離也，然後其所以用是道者，可復見矣。然則其所以為易者何也？夫孔子則既言之矣。「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嗚呼！思過半矣！」

本文中出現水心對「太極」概念的使用及描寫，以及「無思無為」的《繫辭傳》中文字的使用與解說，另有說「天地之大德」一段亦是屬於《繫辭下傳》的文字，甚為奇特。因為水心自己已經在別處大力攻擊《繫辭傳》，尤其是說「太極」及「無思無為」的觀念。不過，水心此處之說「太極」，是以之為揲蓍法中的概念，而非形上道體的概念，說「無思無為」，是就聖治之功效而說，說「天地之大德」是連著「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的具體政治理想而說的，顯然《繫辭傳》中並非全是論於道體的抽象討論，其中說政治實務的觀念也是水心必須肯定的，而這當然也還是回到了他的訴諸聖治的易學觀了。
第三，道統問題是整個水心學思的核心問題，只是他的意見與宋儒不類，並強勢攻擊，當然水心並不全面否定宋儒的道統觀，只是否定曾子、孟子以迄北宋諸儒的自成的道統，重點即在否定曾參、孟子以下深具形上思辨及主體自覺性格的道統傳承觀，水心依然接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只是這一個道統就在聖治之中，而非諸儒的理論之中，這也是筆者所評定的水心只知道統不知道論之意。水心如何隔絕諸儒之說而與古聖道統有別呢？關鍵還是在肯定公共政策進路的儒者治國史，而否定普遍原理及主體工夫的儒學理論史。參見其言：

「道不可見，而在唐虞三代之世者，上之治謂之皇極，下之教謂之大學，行之天下謂之中庸，此道之合而可名者也。其散在事物，而無不合於此，緣其名以考其實，即其事以達其意，豈有一不當哉！變周為秦﹍﹍漢興﹍﹍至唐起而一之，﹍﹍夫其或出於章句，或出於度數，或出於讖緯，或甘心於夷狄之學，豈不皆以為道哉？﹍﹍夫未嘗求之於心，而沿習於口耳之末流，幻妄於贅附之奇龐，則雖以兩千餘年之久，欲挽而復於三代之上，固宜其有所不厭。而中間自為闕絕不繼之世，則亦何怪於此，而治亂興亡之所由，可勝道歟！是故今世之學，以心起之，推而治於窮事物之理，反而至於復性命之際，然後因孔氏之經以求唐虞三代之道，無不得其所同然者，而皇極中庸大學之意始可以復見而無疑。嗚呼！發之而使明，操之而使存，擴之而使廣，養之而使全，久之而使化，是心之用，何以異於唐虞三代之聖人哉？雖然，是下之教也，上何以治？上不以治則不求，下雖以教而不輔，然則天下何以治？唐虞三代，內外無不合，故心不勞而道自存，推之父子而合，推之君臣而合，推之兄弟、朋友、夫婦而合，上合天明，下合地性。今之為道者，務出內以治外也，然而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常患其不合也。守其心以自信，或不合焉，則道何以成？於是三者或不能知其所當施之意，而徒飾其說以自好，則何以為行道之功？故夫昔以不知道為患，而今以能明道為憂也。夫上有治，下有教，而道行於天地萬物之中，使無以異於唐虞三代之世，然後可以無憾。故具列其義，天下得詳焉。」

本文中水心亦以道為主題而討論，但是水心之道就是古代聖王的具體治績，三代之治以後，經秦漢隋唐，學者亦不斷論道，但都已落為章句度數讖緯夷狄矣。雖然都說是道，但已不是三代古聖王之具體治道了。古聖王未嘗求之於心，後人不見三代之真實境況，遂求之於心，以之窮理復性，其用心亦不可非，好好使用發揮亦得近於三代聖人之心。但是，水心對求之於心的作法還是有批判的，而且他的意見非常不具現實性，水心以為，求心之道是下之教而非上之治。亦即，對於當世學者以心學要求之作法，水心只視之為民間教育功能而不是在上位的君王的化治功能。水心把儒學中要求於主體修心的觀念放在國家治理的脈絡中評價，以為國家治理的實效之極莫過於君王的政治措施，這比民間教化更有效果。這才是內外合一之道。水心批評今之學者務於由內以治外，結果就是治外部分難能落實。雖然如此，今世之學者還是不改說道說心的作法，結果就是今世之學者的論道說道做得愈多而天下之治理則愈不能有效果。水心的立場就是上要有治道，下要有教化，這樣才能回復三代之聖治局面，那才是道行於天下的實際實況。

水心此說，與其說是批評儒學理論家的理論只務於內心修養失去外治實效，無寧說是指責君王未能落實聖治之功。因為儒者就是知識份子、民間人士，即便在朝為官亦仍是君王之下的一員，儒者在封建王朝體制中無論如何不可能扮演治於上的角色，能務力於民間講修養之道以培育後人已屬難得，因此我們得到了這樣的解讀立場，那就是水心之批評意見與其說是對準世儒不如說是對準君王。水心心中是否真有對君王責難批判的心態吾人尚不可知，但是水心論理的軌跡卻使得他的說法只能說給君王聆聽了，因為所有言說理論的儒者都不是君王，因此也都不可能在無道之君王主政之時能有效輔教於下及求治於上。水心可以說是以現實政治操作批評理論創造，與其說他主張了一種特定的學術觀點，無寧說他否定了一切學術，只肯定政治實務。
水心這樣的態度作為事功學派的形態，確乎有其立場嚴正的形象，不過他對世儒的理論攻擊隱藏了對付君王的要求，君王未必能明白，儒學理論卻已被他攻擊得無立足之地了，可以說又是提出了一種沒有出路的理論觀點。果真如此，對於水心作為歷史上的儒者實在是應予高度敬佩的，但是對於水心作為哲學史上的理論家就應予嚴厲批評了，因為他又再度讓道統之論沒有出路了。
八、小結：

水心作為儒學史上有理論形象、有學派地位的理論家，其理論形象即是一事功思路的儒學建構，其結果卻是不瞭解哲學問題而任意否定《易》、《庸》、孟子以至北宋諸儒的理論，不是就其理論主張的否定，而是就其討論問題的否定，這些問題並且被水心視為道佛的問題而非儒學的問題。就道佛而言，水心的批評亦不究理，道佛就是道佛而不是儒學，水心全然以儒學世界觀、儒學價值立場、儒學社會意識來爭論是非，與其說是辯論無寧說是宣傳，其於諸儒之說皆能誤解則於道佛之見更不入理，本文因此並未就水心闢道佛意見進行疏理。
筆者並不否認水心人格，亦不否認水心論於公共政策諸說，亦不否定水心於南宋王朝中的歷史角色，但是對於儒學理論建構史中的水心角色則完全不能認同。本文從哲學理論的創造與建構的進路討論水心儒學，卻得出一個全面否定的結論，與從事功立場肯定水心學思的研究成果者正相對反，但這正是本文寫作之重要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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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A Critiqu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nfucianism through Yeh Shuei Xin’s Approach of Public Affairs 

Abstract:

Yeh Shuei Xin i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figures in th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at South Song dynasty. He in his school is not only discussing the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issues but the interpretational works o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Caused by his over-emphasizing on the effective of the public affairs his opinions about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urn to the opposite aside with the other Confucians. He opposes 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succeeding of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by Zeng Zi; the theory of the good nature of Mencius and his way of subjective cultivati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in the ten appendices of the Book of change. All the opinions above show only that he is not able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What he concerns is the ruling actuality in the age there is with sage and the public affairs in the political history. In this thesis, the ideas of Yeh Shuei Xin will be illustrated through analyzing his way of thinking and reevaluating his ideas. Pointing out that the main problem of his ideas will be focus on two issues which are the one the miss of the self cultivation accompanied by criticizing Zeng Zi and Mencius and the other the miss of universal principle showed on criticizing ten appendices of the Book of change.
Keywords: Zeng Zi; Mencius; Confucius; book of change; Yeh Shuei Xin; Neo-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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